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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两浙儒学的演变与定位 

诸凤娟 钱明 宣绍龙
1
 

【摘 要】历史上围绕“浙学”展开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宋明以来浙江人以及浙江儒学评价

标准的严重分歧，而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明代浙江儒学自然成了此后对峙各方的主要靶点和首要争论点。总结以宋

明时期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应该在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

式。尽管《明儒学案》中对王门诸子所作的抑扬、褒贬性的比较研究带有不少成见和偏颇，但黄宗羲所选择的明代

人物、梳理的几条主线，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客观依据的。而黄宗羲以阳明心学为主线编撰《明儒学案》的

理念和方法，其实并非其首创，明人刘鳞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撰的《浙学宗传》可谓其先河。刘著的意义不

仅在于突出了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而且在于第一次将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他们的考

察范围。 

【关键词】浙学 儒学 心学传统 浙东 浙西 

一 

从自然地理上说，现在的浙江共分为十一个地区：杭、嘉、湖、甬、绍、金、衢、台、丽、温和舟山。但在过去，浙江却长

期以钱塘江为界而被分为“上八府”——严（后并入杭州）、宁（后分出舟山）、绍、金、衢、台、温、处（即丽水）与“下三府”

——杭、嘉、湖，并逐渐形成了文化地理上的“两浙”区划，即“上八府”的“浙东”和“下三府”的“浙西”。故此，“两浙”

既是自然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地理上的概念。 

所谓“明代浙江儒学史”，自然应包括“浙东”与“浙西”，但以“浙东”为主乃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无论在自然地理

上还是在文化地理上，“浙东”自古以来就传承并代表了“古越”文化的精髓，而“浙西”的大部分则与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明清时期的浙东士人对乡邦文化尤其是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浙东学术，无不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其主因盖在于

此。 

比如明末遗民林时对（1623—1664，字殿扬，号茧庵，鄞县人）曾说：“本朝一代伟人，皆吾浙产也。刘文成之谋略、王正

学之惨忠、于忠肃之戡定、王文成之理学、倪文正之文章气节，求之汉、唐、宋不多见矣。”1 林所言“浙产”，实指浙东所产。

黄宗羲亦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阳明学、蕺山学及整个浙东学术文化的高度赞誉：“向无姚江，则血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

塞。 

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2甚至认为“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3。此类评价，虽有点自誉自恋，但亦基本反

映了明代浙东学术文化的兴盛程度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可以说，浙东人士对本土学术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感

并对本地域既“不废风雅”又有“忠义之盛”的民风满怀自豪感，乃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浙东之外的人士就未必这么看了。比如清代关中大儒、恪守程朱理学的李元春即声称：“吾儒之学亦且分党而角立，

指其名则有记诵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良知之学，今日又有考据之学，而皆不可语于圣贤义理之学。汉儒，记诵之学也；六朝及

唐，词章之学也；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

                                                        
1作者简介：诸凤娟，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钱明，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讲座教授；通迅作者宣绍龙，绍兴文理学

院副教授。（绍兴 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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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感矣。”4 

其把儒学限制在“圣贤义理之学”即程朱理学的范围内，而以“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为由将占据明代儒学

主导地位的阳明心学排除在外。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并不占少数，尤其在北方地区，甚至还包括同属浙江的“浙西”。比如湖州归

安人李乐的《见闻杂录》就曾故意借用北宋名臣、唐朝名相杜佑之后杜衍（978－1057，字世昌）的话说：“杜正献公（衍），越

州人，尝戒门生曰：‘天下唯浙人褊急易动，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于监司，人尚不信，及为三司副使，累于上前执奏不移，

人始信之。 

吾子慎勿为时所上下也。’（按：语出《宋名臣言行录》卷七，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亦有引述，足见对浙人，宋人评价颇

为负面）李子曰：‘凡吾浙人，可以自考自勉。’”
5
认为浙人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且柔懦而少有建功立业者，这样的负面评价显

然有失公允，不过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对宋明以来浙江人包括浙江儒学评价标准的严重分歧，而以阳明学为代表的

明代浙江儒学自然成了此后对峙各方的主要靶点和首要争论点。 

那么，我们今天来总结以宋明时期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或路径来作取舍、定位并进行叙述呢？

我们的看法是在作出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乃是一条较为现成的方便“法

门”。尽管《明儒学案》中对王门诸子所作的抑扬、褒贬性的比较研究带有不少成见和偏颇，将其视为一家之言也许更为合适，

但黄宗羲所选择的明代人物、梳理的几条主线，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客观依据的，尤其是他所展现出的理性目光和学术胸

怀，在当时很难有人能出其右。6 

尽管儒学大师钱穆曾说：“则梨洲之必抑浙中、扬江右，其无当于当时王学之传受之真相，亦可知矣。故今日治王学，于《传

习录》上、中、下三卷，固可以分别而观，亦当会合而求。于江右、浙中之相异，于绪山、龙溪论学之不同，固亦当分别而观，

但仍当会合而求。而梨洲《学案》，则承自蕺山，而实未得蕺山之深旨。若即据此以作王学之衡评，则又未见其有当也。”7 

但我们只要避免教条式地把《明儒学案》对阳明学者及其他明儒的评论作为“衡评”，而只把《明儒学案》为我们梳理、分

列出的主要脉络和主要人物作为总结明代浙江儒学发展史的基本路径，采取“分别而观”与“会合而求”相结合的方针，就不难

写出符合明代浙江儒学发展之实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 

当然，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绍兴府余姚县人，他在编纂《明儒学案》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袒乡贤的潜意识，故而其所撰的《明

儒学案》以浙江学者为主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其地域之视野和明儒之分布，即可作为此“情”此“理”的有力支撑。 

如果将整部《明儒学案》作一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该书中浙江尤其是绍兴地区的学者所占比例是最高的。有学者曾根据

《明儒学案》的人名索引作过统计，能够明确地望的儒者共有 241人，其中浙江籍 47人，占 19.5％，居江西之后。但若以县论，

超过 10人的全国只有三个县，浙江占两个，即余姚和山阴，都在绍兴府。如果按府级单位计算，绍兴共有 25人，居全国第一。
8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在《儒林宗派》卷十五“王氏学派”中则收录了 470余名阳明的门人后学，其中浙江籍的有 57人，江

西籍的 60人，浙江虽略少于江西，但明显多于江苏 9、安徽等阳明学重地。而浙江籍中，又以余姚最多。这无非是因为，浙江乃

阳明学的创设之地，又是黄宗羲、万斯同的家乡，他们编撰《明儒学案》和《儒林宗派》以浙江学者居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江西则是阳明经营时间最长、出版重要著作（如《传习录》《大学古本旁证》《朱子晚年定论》等）最早的省份，加上其他

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所以阳明学在江西的发展后来居上，超过浙江，亦属正常。问题是，黄宗羲还有意识地把

浙江的阳明学者分别置于浙中、泰州、甘泉等数个“学案”以及“附案”中，从而人为地使浙中王门在与江右等地区王门的力量

对比中，从开始时的上风转为了下风。其中之原委，本书的说明尽管不充分，也不明确，但也有所涉猎，认真深思，应不难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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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此同时，黄宗羲在梳理并论述明代浙江儒学史时，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重要特点，并将其归结为“讲学”一门。如黄氏的

《明儒学案》序曰：“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

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10 

而这段不见于《明儒学案原序》11 的重要论述，却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得到了重申：“尝谓有明文章事

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12黄氏此处所说的“讲学”，主要

指的是精英层面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创设，并且把目标集中于浙东。在他看来，明代儒学即所谓“理学”，正是通过这样的“讲学”

活动才获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发展。 

而黄宗羲所言的“浙中”，指的是包括古人所谓“浙东”和“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浙中王门可细分为绍兴王门、余姚王

门、嵊州王门、宁波王门、金华王门、衢州王门、台州王门、温州王门、湖州王门、嘉兴王门、杭州王门等，其代表人物有阳明

先生的亲传弟子徐爱、黄绾、王畿、钱德洪、季本、陆澄、孙应奎、万表、程文德、卢可久、徐霈、顾应祥、董澐、董榖等，后

传弟子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张元忭、王宗沐、徐渭等，并皆有王学著述存世。但浙中王门的核心区域是绍兴和宁波。 

阳明学说的“发端”实得益于王阳明早年在绍兴时所结交的许璋、王文辕、王琥等“道友”。开始授徒讲学后，其同邑的徐

爱、蔡宗兖、朱节等人又成为阳明先生最早的入门弟子。晚年归乡讲学期间，越城的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和余姚的中天阁成为阳

明先生讲学的主要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王学爱好者云集绍兴，气氛活跃，阵势壮观。钱德洪、王畿等人是这一时期入门的浙中

王门之代表，他们与来自赣州的何廷仁、黄弘纲一起被世人誉为“善推演师说”的王门“教授师”。 

阳明先生去世后，钱、王二人又成为传播和发展阳明学的同门领袖。但钱、王二人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存在差异，性格也不同。

阳明先生最后一次浙中讲学活动，就是由他们二人引发并展开的，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越城的“天泉证道”、桐庐的“严滩问答”，

并一直延续到南昌的“南浦请益”和吉安的“螺川大会”。此外，金华、衢州、杭州、嘉兴等地是阳明先生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

因而也成为王门讲学较为集中的地区，而台州、湖州、温州等地则因有黄绾、陆澄、项乔等重量级人物的存在，亦使这些地区成

为浙中王学的重要传播地。 

众所周知，讲学活动发展到明代，已日趋繁荣，浙江尤其为盛。从一定意义上说，阳明学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便是建立在

浙东地区的讲学、讲会的基础之上的。13王阳明去世后，由其弟子、后学创办或修复的书院、举办的各类讲学和讲会活动，可谓

不计其数，较具代表性的就有绍兴的阳明书院、稽山书院、阳和书院及证修会、证人社，宁波的中天阁讲会、姚江书院、龙山书

院及四明山游学，杭州的万松书院、天真书院、两峰书院、武林书院，嘉兴的天心书院、文湖书院及武林会，湖州的养正书院、

静虚书院、一庵书院及岘山社，台州的赤城会及天台山游学，金华的五峰书院、善林书院、松溪书院、龙岗书院、崇正书院及水

南会、兰阴会、丽泽会，衢州的衢麓书院、景濂书院、东溪书院及瀫江会，温州的鹤山书院、龙渠书院、罗峰书院、半山书院、

白马书院等。上述场所及其所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对于阳明学在浙江大地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 

需要强调的是，黄宗羲以阳明心学为主线编撰《明儒学案》的理念和方法，其实并非其首创，明人刘鳞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

时所编撰的《浙学宗传》（不分卷，明崇祯十一年自刻本）可谓其先河。14而刘氏正是为了与王阳明再传弟子周汝登（海门）编纂

之《圣学宗传》15相接续，并且为对应于刘氏本人先撰写的《闽学宗传》（不分卷），才编纂了《浙学宗传》。 

刘鳞长认为，“浙学”与具有朱子学传统的“闽学”具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传统，亦是对孔孟圣学的继承和发展。“浙学”

的源头，从远的说源自于尧、舜、文、周、孔、孟，从近的说源自于杨时、朱熹、陆九渊，而“浙学”的始祖则为浙西的张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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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浦）和浙东的杨简（慈湖）。从《浙学宗传》中所录历代儒者中可以看出，刘鳞长所言之“浙学”，指的正是宋、元、明时代

包括“两浙”在内的整个浙江省域的“心学”之流脉。16这一点在他所撰的《浙学宗传序》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于越东莱先生与吾里考亭夫子问道质疑，卒揆于正，教泽所渐，金华四贤，称朱学世嫡焉，往事非邈也。擊楫姚江，溯源良

知，觉我明道学，于斯为盛，今岂遂绝响乎？缘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后人，即浙学又安可无传？周海门《圣学宗传》尚矣，然

颇详古哲，略于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编彚成书，梓且行。……今夫尧、舜、文、周、孔子、孟氏，万世知觉之先。大宗之祖，

闽与越共之，不具论。论淛近宗，则龟山、晦庵、象山三先生。 

其子韶、慈湖诸君子，先觉之鼻祖欤。阳明宗慈湖，而（按：疑脱“弟”字）子龙溪数辈，灵明耿耿，骨血相贯，丝丝不紊，

安可诬也？……然而此点灵明骨血，还注当身，一加濯磨，无难昭灼，反而求之，便登吾宗谱牒，亦于心学加之意而已。圣为学

宗，心为圣宗。苟得其传，毋论子韶、慈湖而下，堪称慈父，行且尧、舜、周、孔，同我正觉。……了心入圣，为宗门中大觉，

至孝而无难；不明心学，即堕落于罔觉，不孝而不可药救。所贵还返个中，认正宗传，学恒于斯，教恒于斯，则若闽若浙，同属

家亲，而大宗小宗，共登上岸矣。17 

对于刘鳞长以“两浙”的“心学”传统为“浙学”之主流的观点，清代四库馆臣们的评论也比较有说服力，声称《浙学宗传》

是“采自宋讫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18。刘鳞长的目的，就是要将“浙学”与

“闽学”的传统贯通在一起，使“心学”与“理学”不仅在源头上“同属家亲”，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亦彼此相互照应，所以其中

的明代部分理所当然地要以阳明心学为主线。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视为浙江儒学思想传承与发展的主流或“宗传”的理念，其实在刘鳞长之前

即已在浙江学界有了萌发，比如折中王（阳明）湛（甘泉）的湖州籍的儒学名家蔡汝楠
19
就曾明言： 

吾浙学自得明翁夫子（阳明），可谓炯如日星，然及门同志，海内间有未信，至目为柔耍颓惰，要亦功利习气有一二逗漏处

被人觑破尔。取益岭海，掇此金针，知吾伯丈（张浮峰）不但自跻至域必有所以发明师训，兴起漏习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

幸！何幸！20 

永丰（聂豹）则谓我浙学承阳明夫子之绪，如曹溪以后谈禅，非来本意矣。21 

蔡汝楠是阳明弟子，也是阳明门下较早出入王湛的“浙西”之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以“浙学”来命名的明代浙江儒学，其

实就是指“两浙”区域的阳明心学。可见，蔡汝楠的“浙学”概念相比刘鳞长的“浙学”概念，尽管“空间”上是相同的，特指

“两浙”地区，但“时间”上却被压缩在明代。 

不难看出，刘鳞长等人将“浙中”即“两浙”地区的心学传统视为承续“闽中”朱子学而兴起的浙江儒学的主流或“宗传”，

虽然带有强烈的乡土情怀与门户之见，但却颇有创见性，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具体地说，刘鳞长等人所揭示的“两浙”地区的心学传统，其意义不仅在于突出了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而且在于第

一次将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他们的考察范围。事实上，“浙西”之学虽然与“浙东”之学存在着明显差

异，然而亦不无相当密切的同源性和互动性。 

至于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作为浙江儒学之传统或“宗传”的观点，可以说是在失之偏颇的同时，而无意中揭示出阳明学与

宋代以来“浙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若就心学与史学、经学或经世致用之实学相融的浙江儒学的根本精神而言，王阳

明及其“浙中”弟子的学术理念和实践可以说是这一根本精神的最好诠释之一。这其中，既有王阳明的“六经皆史”和“道即事、

事即道”所代表的心学理念，更有其弟子后学重心学又重史学、经学或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学术范式和操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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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钱德洪等人重视“事上工夫”尤其是阳明文献学并使其心学化的实学形态，顾应祥等人重视百科技艺及其心学化的格致

学形态，张元忭等人重视修史尤其是地方史和当代史的心学化的史学形态，季本等人重视经史制度之学并使其心学化的经学形

态，等等。
22
因此，“两浙”尤其是“浙东”的阳明学者，既有实学实用的目标诉求，又有独立思考、冲破传统的思想合力。 

也就是说，阳明学所蕴藏并统合的形而上之心性本体与形而下之日用功夫，在明中叶以后的浙江儒学传统中都能找到其源

头活水。这就是与以张九成、杨简为代表的心学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的有机衔接，以及对吕祖谦等为代表的理学化的

史学和以程朱学为主干的明初金华儒学的内在受容。从一定意义上说，王阳明以后浙中王门的演化，就是沿着浙江儒学传统中的

这几个方向而渐次展开，并最终在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那里被集大成的。 

因此，我们在总结宋明时代浙江儒学发展史的时候，应始终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将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心学传统视为贯穿明代

浙江儒学的基本流脉和主导线索；二是将“浙西”也纳入明代浙江儒学的考察视野，而且与《明儒学案》相比，还要作适当的“放

大”，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在我们看来，惟如此才能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明代浙江儒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态势。 

三 

一般来说，浙江儒学史的萌芽期是在秦汉至五代时期，高峰期是在被称为“近世”23的宋元明清时期。从学术风格上看，明

代的浙江儒学应包含宋代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和心学传统。故明代浙江儒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和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

维桢语）与“心学”相结合的心性学传统；既有朱子后学的影响，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这就使得明代浙江儒学的各种流派

之间，呈现出彼此交错、相互融合、汲取与批评兼备、复杂而多元的学术品质。 

对于宋明时期的浙江儒学发展史，明中叶的归有光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说：“浙东道学之盛，盖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何

基）得黄勉斋（黄幹）之传，其后有王会之（王柏）、金吉父（金履祥）、许益之（许谦），世称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为黄晋

卿（黄溍），而宋景濂（宋濂）、王子充（王祎）皆出晋卿之门。高皇帝初定建康……当是时，居礼贤馆，日与密议，浙东儒者皆

在。盖国家兴礼乐、定制度，建学养士科举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渊源之所自如此。”24 

尽管归有光严厉批评了“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的学术思潮，而以阳明心学为浙江儒学发展之异类，

却从学术传承和思想发展的视角肯定了浙江儒学注重经、史、制度之学的优良传统，并将其视为正统儒学的渊源之一。继起于明

初的金华浦江的宋濂、义乌的王祎等人，便是在复传程朱义理学的同时，又大量汲取了宋代吕氏文史学以及浙东事功学的传统，

表现出了不偏于性命义理之说、重视经史并举的学术倾向。25 

明中叶以后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浙江儒学，正是在接续宋元明初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一跃成为全国的领头羊和风向标。而王

阳明在全国领袖地位的形成，又进一步使后阳明时期出现的几乎所有思潮、流派、形态在浙江全都有所表现，有的甚至居于主导

地位，于是导致了“心学化”或“阳明化”在浙江不仅涵盖了宋元以后的事功传统，还涵盖了史学、经学、文学、宗教乃至科学

等诸传统，各种学说、思潮纷纷打出阳明学的旗号，或者与阳明心学相融合，或者借用“阳明”而贩卖己之私货，或者成为转化

阳明心学的一股潜流。正因为浙江是宋元以来“心学化”运动的主要区域，又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传播地和集中爆发地，其中

的几股代表性亚流包括极端思潮在浙江也有充分表现，所以心学的终结或理学的终结出现在浙江，实属必然。 

因此可以说，明中叶以后风行于浙江大地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在被各种传统所摄入、融合的过程中，心学化的文史之学、经史

之学等实学形态的出现可谓最具典型性，因而亦成为明代浙江儒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陈

确、毛奇龄、万斯同、邵廷采，乃至清中叶乾嘉期的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不仅占据了整个明代浙江儒学发

展的中心位置，而且清代浙江儒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余脉的影响。 

然而，明中叶兴起于浙东的阳明学风潮，中晚明时随着其亚流的日趋禅学化、空疏化和没落化，修正、矫正乃至彻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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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浪也开始从微弱变为高调。但修正、矫正乃至彻底否定的声音，当时的浙东远比不上浙西。因为当明代中叶阳明学兴起于浙东

的同时，同属心学系统的、诞生于岭南的甘泉学也几乎与阳明学同步兴起于浙西，多数情况下，甘泉学在浙西的声音甚至要大过

阳明学。而甘泉心学除了与阳明心学有互补作用外，还可用来对后者进行矫正和修补。 

因此到了晚明，修正、批评、反对阳明学的主声浪亦主要集中在浙西，以至于浙西在清初成了彻底朱学化的“异化之地”。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的浙东虽一直也有朱学化的迹象存在，但无论哲学（心性学）还是文学、经学、史学，唱主角的依然是阳

明学。 

主导“两浙”学术风潮的这两股力量，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虽有交叉互动，但分化分裂亦较为严重。这种现象在当时

的中国思想文化格局中是不多见的，即使受大江大河阻隔的省区，亦不如“两浙”来得分明。因此，随着阳明学愈来愈受到各方

的质疑和批判，浙西的声音和地位亦日渐凸显和重要，于是明代儒学的中心也开始由浙东向浙西转移，而这种转移及其表现形

式，则可谓中晚明浙江儒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亮点。 

在这种学术风潮的转移过程中，地处“两浙”交汇点的杭州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也特别重要，故而在后阳明时期成了各路

学术“诸侯”争夺的主战场。这种“争夺”，虽然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滥觞，但在后阳明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于是杭州便成了大批

浙东学者的聚集地，而非单纯的南来北往的途经地。 

随着阳明心学由东向西之扩展，以及批判阳明学的“西风”逐渐压倒弘扬和传播阳明学的“东风”，两浙的儒学发展亦日趋

平衡，尤其经过蕺山、梨洲等传人的努力，浙西的儒学发展，在某些时段甚至要超过浙东，至少能与浙东儒者同声起舞，同步发

信。 

注释： 

1林时对：《荷牐丛谈》卷二《两浙人物》，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年版，第 25页。 

2 3 10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册《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

211页、第 11册《胡子藏院本序》第 63页、第 10册第 76页。 

4李元春：《时斋文集》，卷二《学术是非论》，清道光四年刻本，第 1页。 

5李乐：《见闻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卷六第 99条。 

6 比如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间，黄宗羲在海宁讲学时，“与越中同人讲贯，亦多依老父母（指当时在海宁任知县的河南硕儒

许三礼）宗旨”。参见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姚江黄梨洲先生来书》，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65册，

齐鲁书社 1995年版，第 73页。 

7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6页。 

8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9页。 

9 但不包括江苏的泰州王门。屠用锡、王梓材注：“黄梨洲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今万氏所列寥寥数人，

盖泰州门人之纯者也。”（《儒林宗派》卷十五）说明还有许多泰州门人未被万斯同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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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明儒学案》改序与原序的关系，可参见吴光《〈明儒学案〉考》，《黄宗羲全集》第 8册，第 1013～1014页。 

12《黄宗羲全集》第 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页。按：黄宗羲此言实来源于会稽人陶望龄。据陶氏《与何越

观》书云：“我朝别无一事可与唐宋人争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种学问，出于儒绅中，为尤奇伟耳。”（《黄宗羲全集》第 8册，

第 132页）“此种学问”，即宗旨分明的心性之学。 

13关于“讲学”“会讲”“讲会”之间的联系及异同，参见钱明《講学と講会——明代中晩期の中国陽明学派を主軸として》，

载小路口聡编《语り合う<良知>たち》，（东京）研文出版，2018年版。 

14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刘宗周对其很是推崇，尝

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作《答刘乾所学宪》曰：“领大教，极足开我固陋之见，于高明所见尽是无疑。……读来教，旷若发矇

矣。”（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 3册，文编上，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67页）《浙学宗传》已于此前三年刊刻，故

刘宗周极有可能读过此书，并且还认同刘鳞长的编纂方针。或者可以这么说，刘鳞长以心学为宗的“浙学”概念，也许受到过大

儒刘宗周的某种启示。 

15按：周汝登的《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等著述，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学术史之先河，也是心学化之史学形态的代表。 

16 按：全书共收录宋明时期的浙江学者 41 人，其中有 6 位是浙西人，即张九成、康邵、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和陈龙正。 

17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11册，齐鲁书社 1996年版，第 2～4页。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561页。 

19按：蔡、汝楠父亲蔡玘（字玉卿，号夷轩），尝“游甘泉翁门，序《新论》、《心性图》（皆甘泉所撰），甚有期许。继而门

人陆元静谈阳明翁之学，喜甚，欲买舟入越（指绍兴），会闻两广行，未果。日取其（指阳明书）书沉浸之，而命汝楠卒业于天

真（指杭州天真书院）。”参见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二四《延平府同知封中宪大夫夷轩蔡公墓碑》下册，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1页。故汝楠之学有折中王湛之倾向。 

20 21蔡汝楠：《自知堂集》卷二十《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卷十八《致孙蒙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97册，齐

鲁书社 1997年版，第 702、671～672页。 

22 比如张元忭不仅独立完成了十卷《馆阁漫录》和五卷《云门志略》，而且还与孙鑛纂修了五十卷《绍兴府志》，与杨惟新

纂修了十六卷《会稽县志》，与张元复增补了二十卷《广皇舆考》等史地方面的著作。其长子张汝霖特设读史社，使读史、研史

在晚明的浙东地区蔚然成风。后张岱又继承了祖父张汝霖的读史精神，一生以著史自任，第一部史学著作《古今义烈传》完成于

崇祯元年，直至去世还在刊刻《越人三不朽图赞》。张氏祖孙四代，皆与阳明学有关，且都有志于史学，这就说明钱穆先生在《中

国史学名著》中所谓“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

一重要的人”的论断是失之偏颇的。至于季本，据黄宗羲说：“先生悯学者之空疏，祗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罢官以后，载

书寓居禅寺，迄昼夜寒暑无间者二十余年。而又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

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黄宗羲全集》第 7册，第 308页）他著有各类经史著作一百二

十卷，应属阳明门下的经史学家。 

23“近世”之称，有用来指明清的，也有仅指清代的，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则以“近世”指宋元明清；日本学者后遂

以“近世”称宋元明清，而以“近代”称清末以后。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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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09～210页。 

25吴震：《从宋明理学视域看“浙学”的多元普遍性》，《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 9期。 


